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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所在,但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何在? 本文构建需求收

入弹性可变的结构变迁模型,结论表明,在部门内部产品种类创新不足时,持续的偏向型技术进步最终将造成部

门的相对供给能力过剩和要素低效率配置问题,不利于结构转型升级。 此时,生产性补贴相当于加速产业部门

技术进步将加剧经济体产能过剩,无益于结构转型升级;外部需求相当于扩大产业部门饱和临界值会缓解因创

新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 由此,结构转型升级的本质特征在于持续扩大高效率产业部门的饱和临界值,以

缓解该部门所面临的需求约束。 数值模拟分析表明,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根本路径在于鼓励非农业部

门产品种类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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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the focus of China’ 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what is the path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tructural change

model with variable 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when the innovation of product varieties

within the sector is insufficient, the continuous 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the problem of

excess relative supply capacity and inefficient allocation of factor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t this time, productive subsidies are equivalent to accelerating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which will aggravate the overcapacity of the economy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External demand is equivalent to expanding the saturation threshold of industrial sector,

which will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overcapacity caused by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Therefore,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s to continuously expand the saturation threshold of high-efficiency industrial

sector for alleviating the demand constraints faced by the sector.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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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path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at the present stage is to encourage

non-agricultural sector product varieties innovation activities.

Key words:structural change; productive subsidies; opening up to the worl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都认为,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点在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然

而,如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呢? 长期以来,产
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关

注的重要问题,也是探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路径

的关键所在。 对此,经济学家对产业结构变动规

律进行了描述。 归纳而言:在经济发展初期,第一

产业的产值和劳动力份额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劳动力份额均不断上升;在经

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第一产业及第二产业的产

值和劳动力份额逐渐下降,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劳

动力份额则持续上升[1 - 5]。 基于这一结构变迁特

征事实,后发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结构”
中找到产业结构转型的方向,在不同发展阶段推

动相应产业发展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在

多数研究中,这种产业结构转型的思想已经成为

基本共识;但关于如何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

观点却并不一致且存在较大争议。 仅从近年来针

对中国的研究来看,有观点认为,现阶段中国消费

结构已经逐渐发生从第二产业为主到第三产业为

主的结构转型,第三产业将代替第二产业成为增

长的新动能,从而大力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

于经济增长[6 - 8]。 但也有观点认为,尽管第三产

业成为新驱动力的呼声逐渐增多,但第二产业仍

然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最高和产品创新最大的部

门,从而需要保证第二产业份额的基本稳定[9 - 10]。
另外,还有观点认为,各国的发展模式及所处的发

展阶段不尽相同,后发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动只有

在追赶时期才呈现出某种相似性,随着收入水平

的不断提高,各国发展水平相差巨大;最终各国产

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促进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

业的发展[11 - 13]。
已有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性进展仍然

停留在“库兹涅茨特征事实”所总结的“三次产业

部门占比变化”的结构变迁路径。 这就导致大多

数研究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简单等同于推动三次

产业部门份额的变化,而忽略产业结构变迁背后

的驱动因素;从而使得不同研究得出的结论存在

很大争议,也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

能够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有的国家不

仅难以实现反而出现经济增长停滞或剧烈波动。
事实上,产业结构质态的实质性推进是产业

结构变迁背后的驱动因素而非只是产业结构变迁

后的结果。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产业结

构变迁的驱动因素不尽相同,从而其产业结构的

变迁轨迹也不完全相同。 笔者认为,产业结构变

迁是需求侧和供给侧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

驱动因素上的差异正是回答上述一系列争议的关

键所在。 发展中国家如果没能充分考虑需求侧力

量的差异,而一味地采用政策手段去干预供给侧;
那么即使它成功地实现了发达国家的 “产业结

构”,也有可能会出现产业结构恶化、甚至倒退的

情形。 因此,为了回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相关

问题,有必要构建一个结构变迁驱动因素的统一

分析框架,以同时分析需求侧和供给侧力量对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
已有相关研究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揭

示结构变迁的驱动机制。 其中,需求驱动强调中

性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对结构变迁的影

响;而供给驱动则强调偏向型技术进步所产生的

相对价格效应对结构变迁的影响①[3,14 - 20]。 但总

体而言,两类研究主要考察了供给侧技术进步如

何推动结构变迁;虽然也有探讨需求侧的影响因

素,但多数模型中,不同产业部门之间需求收入弹

性的大小关系都是外生给定的,要么严格小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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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对价格效应并不必然源自偏向型技术进步,它也可能源自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即如果不同产品部门生产的要素密集度不同,则

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就会改变要素的相对价格,进而改变产品的相对价格[15 - 19] 。 但总体而言,其产生的相对价格效应对结构变迁的作用

机理和条件仍然与偏向型技术进步相同[20] 。



要么严格大于 1[21 - 25]。 换言之,已有研究只是刻

画了特定需求约束下的结构变迁现象,而没有考

虑需求收入弹性可变的情形。 现实中,对于消费

者而言,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需求收入弹性会随

着各产业部门内部产品种类的变化而变化;即当

一个产业部门内部出现新产品时,该产业部门作

为一个整体的需求收入弹性将会变大。 因此,充
分考虑这种因产品种类变化而引起的需求收入弹

性变化对于构建结构变迁驱动因素的统一分析框

架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此,本研究在 Foellmi 等[26]的基础上构建

了一个需求收入弹性可变的结构变迁模型。 与已

有相关研究不同的是,本模型并不片面探讨三次

产业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转换问题,而
是从不同产业部门份额变动背后的驱动因素入

手,探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路径。
本研究结论指出,在经济发展前期,偏向型技

术进步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如果部门内

部缺乏产品种类创新,那么持续的偏向型技术进

步最终会使得产业部门因需求收入弹性不断下降

而进入相对供给能力过剩阶段,从而不利于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 该结论表明,加速推动某一产业

或所谓“高端”产业的发展并不一定能实现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如果产业部门内部产品种类创新不

足,那么旨在加速某一产业部门发展的政府补贴,
只有在短期内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为

长期内,该产业部门将会进入相对供给能力过剩

的发展阶段,此时政府补贴相当于加速其技术进

步从而会加剧其相对供给能力过剩问题,这反而

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但如果内部产品种类

创新充足,那么产业部门将持续处于相对供给能

力不足的发展阶段,此时政府补贴将有利于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国家通过学习

发达国家的“经验结构”能够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而有的国家却无法实现。
本文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如下两点:其一,构建

了结构变迁驱动因素的统一分析框架,为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路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结构变迁是

需求侧与供给侧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多数研

究未能将二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以至于在研究

中国现阶段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问题时,强调需求

侧力量的研究认为应该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而
强调供给侧力量的研究却认为应该加快第二产业

的发展。 其二,运用所构建的分析框架,探寻现阶

段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 结论表

明,外部需求的增加虽然有助于推进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但它容易受到国际贸易环境变动的影响,
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产品种类创新才是结构转型

升级的根本驱动力,因为它会通过扩大产业部门

的饱和临界值的途径,缓解产业部门所面临的需

求约束,进而不断释放经济体的潜在生产能力。
一、理论模型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经

济系统内部各产业部门的构成发生变化,二是产

业结构的变化有助于提升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
本研究中,前者是指就业份额在农业和非农业两

个部门之间的变化,后者是指总劳动生产率的提

升。 本文先从两部门的基准模型中总结出产业结

构自然变迁的基本规律,再将政府补贴和对外开

放两个因素纳入基准模型,以揭示二者如何影响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一)封闭条件下的基准模型

假设经济体中有两个部门,用下标 i∈{a,m} ,
分别表示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 本文旨在考察就

业结构的变动规律,为简化分析,不妨假设生产中只

投入劳动要素,并且两部门生产函数的形式为:
Yi( t) = Ai( t)Li( t),i ∈ {a,m} (1)

其中, Yi(t) 、 Ai(t) 、 Li(t) 分别为第 t 期第 i
部门的产量、技术水平和劳动投入数量。 在这里,两
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取决于部门的技术水平。

同时,假定两部门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均为完

全竞争市场,则由利润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可得:
pi( t)Ai( t) = W( t),i ∈ {a,m} (2)

其中, pi( t) 为 t期第 i部门的价格水平,W( t)
为 t 期的劳动报酬。

假定 t 期经济系统中人口总量为 L(t) ,且每个

人都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上提供 1 单位劳动;则:
La( t) + Lm( t) = L( 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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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体现两部门任何一种产品可变的需求收

入弹性,本研究借鉴 Foellmi 等[26] 的建模思路,采
用如下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

U( t) = ∑
i
ui(ci( t)) , i ∈ {a,m} (4)

其中, U( t) 为 t 期代表性消费者的总效用,
ui(ci( t)) 为消费者从第 i 部门的产品消费中所获

得的效用, ci( t) 为消费者对第 i 部门产品的消费

数量。 ui(ci( t)) 的具体形式如下:
ui(ci( t)) =

- 1
2 (ci( t) - c

-

i) 2 +
(c

-

i) 2

2 ,0 ≤ ci( t) ≤ c
-

i

(c
-

i) 2

2 ,ci( t) > c
-

i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5)
式(4)描述了不同产业部门的产品满足不同

类别的人类需要。 式(5)中, c- i 为第 i 部门的饱和

临界值,其大小取决于部门内部产品种类的多

少①。 第 i 部门内部产品种类越多,饱和临界值 c- i
越大;反之, c- i 越小。 由式(4)和式(5)可知,代表

性消费者对第 i 部门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与部门

内部产品种类数量正相关。

①　对 ∀i ∈{a,m} ,若存在 c- i ,使得对 ∀ci ≥ c
-
i 都有MUci = 0 ,且对 ∀ci < c- i ,都有MUci > 0 ,则称 c

-
i 为第 i部门的饱和临界值。 其

中, ci 为消费者对第 i 部门的消费数量, MUci 第 i 部门在消费量为 ci 时给消费者带来的边际效用。

式(5)与 Foellmi 等[26]的效用函数在形式上相

似但内涵不同:前者是关于一个产业部门的效用

函数,后者是关于单个产品的效用函数;二者的关

键区别在于,产业部门的饱和临界值是会随着其

内部产品种类的增加而增加,而单一产品的饱和

临界值则是恒定不变的。 已有关于产业结构变迁

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产业间的层面,而上述关键区

别使得本文可以运用式(5),将产业结构变迁的研

究拓展至产业部门内部;即式(5)能够用于刻画产

业部门内部结构变迁及其对产业部门间结构变迁

的影响机制。 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产业结构变

迁理论。
代表性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pa( t)ca( t) + pm( t)cm( t) = W( t) (6)

结合式(4)、式(5)和式(6),由效用最大化的

一阶条件可解得:

c
-

a - ca( t)
pa( t)

=
c
-

m - cm( t)
pm( t)

(7)

由于 t 期经济系统中人口总量为 L( t) ,所以

第 i 部门的总需求数量为:
C i( t) = Lci( t) , i ∈ {a,m} (8)

其中, C i( t) 为第 i 部门的总消费数量。
将式(8)代入式(7)可得,两部门产品的总需

求满足:

Ca( t) = L( t)c
-

a -
pa( t)
pm( t)

(L( t)c
-

m - Cm( t))

(9)
又因为封闭条件下,市场出清时两部门的总消

费数量分别等于两部门的总产出水平,即 Ci(t) =
Yi( t) ;所以将式(1)代入式(9)可得:

Aa( t)La( t) = L( t)c
-

a -
pa( t)
pm( t)

(L( t)c
-

m -

Am( t)Lm( t)) (10)
进一步由式(2)可知:

pa( t)
pm( t)

=
Am( t)
Aa( t)

(11)

因此,将式(3)和式(11)代入式(10)并整理

得, t 期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 sa( t) 为:

sa(t) =
La( t)
L( t) =

Aa( t)c
-

a - Am( t)c
-

m + (Am( t)) 2

(Aa( t)) 2 + (Am( t)) 2 (12)

因而,非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 sm( t) 为:
sm(t) = 1 - sm( t) =

Am( t)c
-

m - Aa( t)c
-

a + (Aa( t)) 2

(Aa( t)) 2 + (Am( t)) 2 (13)

进一步地,用 yi( t) 表示 t 期第 i 部门的劳动

生产率,则有:

yi( t) =
Yi( t)
Li( t)

= Ai( 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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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本模型中经济体的总劳动生产率为两部门

劳动生产率以就业份额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值,即:

y( t) = Y( t)
L( t) =

Aa( t)La( t) + Am( t)Lm( t)
L( t) =

sa( t)Aa( t) + sm( t)Am( t) (15)
其中, y( t) 为 t 期总劳动生产率。
式(12)和式(13)表明,部门技术水平和饱和临界

值均是第 i 部门就业份额变动的驱动力。 为了揭示

部门内部产品种类不变对产业部门发展的约束,接下

来将在 c
-

i = 1 的情形下分析技术进步对两部门就业

结构变动的影响规律。

在部门内部缺乏产品种类创新的情形下,将 c
-

i =
1 代入式(12)可得,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为:

sa(t) =
Aa( t) - Am( t) + (Am( t)) 2

(Aa( t)) 2 + (Am( t)) 2 (16)

非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为:

sm(t) =
Am( t) - Aa( t) + (Aa( t)) 2

(Aa( t)) 2 + (Am( t)) 2 (17)

不妨假设第 i 部门的初始技术水平均为 a0 ,
即 Ai(0) = a0 ,并且以给定的速度 gi 增长,则有:

Ai( t) = a0eg it (18)
假设初始劳动报酬下均不足以使两部门消费

数量达到饱和临界值,即:

pa(0)·c
-

a + pm(0)·c
-

m > 2W(0) (19)

由式(2)得 pi(0) = W(0)
Ai(0)

= W(0)
a0

,又因为 c
-

i =

1 ,则将其代入式(19),不难得出两部门初始技术

水平 a0 须满足:
a0 < 1 (20)

显然,当 gm = ga 时, sa( t) = sm( t) = 1
2 ,即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部门就业份额恒等于二分之

一。 其原因在于,当部门内部产品种类不变的情

况下,两部门产品对于消费者而言是同等重要的;
因此相同技术进步率下,消费者倾向于平均消费

两部门产品。 接下来将重点分析偏向型技术进步

对两部门就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不妨假设 gm > ga ,则由式(16)和式(17)可

得,存在时间拐点 t∗ 使得,

dsa( t)
dt

< 0,t < t∗

= 0,t = t∗

> 0,t > t∗

ì

î

í

ïï

ïï
,
dsm( t)

dt

> 0,t < t∗

= 0,t = t∗

< 0,t > t∗

ì

î

í

ïï

ïï

(21)

式(21)表明,当 c
-

i = 1 时,偏向型技术进步会

导致两部门就业份额发生非线性变动。
命题 1:若两部门内部都缺乏产品种类创新,

则偏向于非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会导致农业部门

的就业份额先下降后上升,而非农业部门的就业

份额先上升后下降。
命题 1 的经济学逻辑在于,偏向型技术进步将

产生两个效应:一是偏向型技术进步下,非农业部

门具有相对价格优势,消费者倾向于消费更多非

农产品,于是对应更多的非农产品供给和劳动投

入,该效应使得非农业部门就业份额增加;二是偏

向型技术进步将使得单位非农产品的生产倾向于

更少的劳动投入,该效应使得非农业部门就业份

额减少。 本模型中, t < t∗ 时,由于需求收入弹性

足够大,所以相对价格优势带来的第一种效应更

大,从而使得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

部门;此过程将不断提高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有
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然而,在部门内部产品

种类不变的情况下,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将不断

减小,进而第一种效应将越来越小。 从而当技术

水平达到某个临界水平后,即 t > t∗ 时第二种效应

将超过第一种效应而出现相对供给能力过剩的现

象。 该阶段将表现为非农业部门不断释放劳动

力,农业部门就业份额被迫不断增加;此过程将不

断降低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不利于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
(二)政府补贴

命题 1 表明,若部门内部缺乏产品种类创新,则
偏向于非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最终会造成该部门相

对供给能力过剩,进而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那么,政府补贴是否能够改变这一不利结果呢?

为促进某一产业部门的发展,政府可以通过

多种形式对不同对象实施补贴政策。 本文重点探

讨政府部门在生产环节针对生产者实施的补贴政

策,是否能够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不妨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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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非农业部门的生产性补贴为 Gm ,则此时非

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变为:
Ym( t) = Am( t)Lm( t)Gσ

m (22)
其中, σ > 0 外生给定,度量非农业部门利用

政府的补贴效率,并且本模型考虑 Gσ
m > 1 的情形。

此时非农业部门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pm( t)Am( t)Gσ

m = W( t) (23)
该情形下,两部门劳动报酬依然相等,即:
pm( t)Am( t)Gσ

m = pa( t)Aa( t) = W( t) (24)
由式(24)可得:

pa( t)
pm( t)

=
Am( t)Gσ

m

Aa( t)
(25)

由于 Gσ
m > 1 ,故农业部门产品相对于非农业

部门产品的价格水平提高了。 该情形下,两部门

市场出清条件不变,仍有 C i( t) = Yi( t) 。 据此,将
式(25)代入式(10)得农业部门就业份额为:

sa(t) =
Aa( t)c

-

a - Am( t)c
-

mGσ
m + (Am( t)Gσ

m) 2

(Aa( t)) 2 + (Am( t)Gσ
m) 2

(26)
同理,非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为:

sm(t) =
Am( t)c

-

mGσ
m - Aa( t)c

-

a + (Aa( t)) 2

(Aa( t)) 2 + (Am( t)Gσ
m) 2

(27)
式(26)和式(27)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表达

式。 我们运用软件 Matlab(2019a)画出不同政府

补贴情形下两部门就业份额变动趋势图。 图 1 描

述了在两部门内部产品种类不变(即 c- i = 1) 情形

下,不同政府补贴对两部门就业份额与总劳动生

产率增长速度的影响,其中 Gσ
m = 1 表示无政府补

贴情形。 从中不难发现如下 3 个现象:一是,政府

补贴越高,非农业部门相对供给能力过剩的时间

拐点 t∗ 越小。 二是,在初始一定时期内,政府补贴

较大情形下的农业部门就业份额低于同期政府补

贴较小情形,而非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高于同期

政府补贴较小情形;但最终政府补贴越大,农业部

门就业份额越高,非农业部门就业份额越低。 三

是,在初始一定时期内,政府补贴较大情形下的总

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于同期政府补贴较小情

形,但最终会低于同期政府补贴较小情形。 由此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命题 2:当非农业部门处于相对供给能力不足

的发展阶段时,政府对该部门的补贴能够加速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当非农业部门处于相对供给能

力过剩的发展阶段时,政府补贴则会加剧该部门

的产能过剩问题,进而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并且政府补贴越高,非农业部门相对供给能力过

剩的时间拐点会越早到来。
命题 2 的经济学逻辑在于,政府补贴通过改变

产业部门供给能力的途径影响两部门就业份额及

总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若部门内部产品种类不

变,则部门相对供给能力过剩的产出临界点不变。
该情形下,政府补贴会加速非农业部门供给能力

的提升,并使其更早到达上述临界点。 该结论表

明,对任意经济体而言,在发展初期,非农业部门

相对于需求的供给能力往往是不足的,此时政府

对该部门的补贴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但发展到一定时期后,若产品种类创新不足,
则政府补贴反而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图 1　 不同政府补贴对产业部门就业份额及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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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外开放

截至目前的分析,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实际

上是一个封闭经济模型;如果考虑对外开放,那么

结论又会如何呢?
不妨假设非农业部门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

有比较优势,且国外总需求规模为非农业部门总

产量的 θ (0 < θ < 1) 倍,则非农业部门产品的市

场出清条件为:
Cm( t) + θYm( t) = Ym( t) (28)

由式(28)得:
Cm( t) = (1 - θ)Ym( t) (29)

由于农业部门产品的市场出清条件不变,故
将式(29)代入式(10)得:

Ya( t) = L( t) -
pa( t)
pm( t)

(L( t) - (1 - θ)Ym( t))

(30)
相应地,第 t 期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 sa( t) 为:
sa(t) =

Aa( t)c
-

a - Am( t)c
-

m + (1 - θ) (Am( t)) 2

(Aa( t)) 2 + (1 - θ) (Am( t)) 2

(31)
非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 sm( t) 为:

sm(t) =
Am( t)c

-

m - Aa( t)c
-

a + (Aa( t)) 2

(Aa( t)) 2 + (1 - θ) (Am( t)) 2

(32)
由式(31)和式(32)很容易求得:

∂sa(t)
∂θ < 0 ,

∂sm(t)
∂θ > 0 (33)

式(33)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件下, θ 值

越大,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越小,而非农业部门的

就业份额越大。 图 2 描述了在两部门内部产品种

类不变的条件下,不同外需规模对产业部门就业

份额及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其中 θ = 0 表示

无外需的封闭情形。 显然,同等条件下,外部需求

规模 θ 越高,同期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越低,非农

业部门就业份额越高,总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越大。
命题 3:外部需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部门

内部产品种类创新不足导致的相对供给能力过剩

问题,并且外部需求规模越大越能够有效化解上

述供给能力过剩问题。
命题 3 的经济学逻辑在于,外部需求通过扩大

产业部门饱和临界值的途径影响两部门就业份额

及总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长速度。 在封闭条件下,
产业部门的饱和临界值完全由产业部门内部产品

种类决定;若产业部门内部产品种类不变,则持续

的偏向型技术进步终将造成劳动生产率较高的

部门相对供给能力过剩,从而不利于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 在开放条件下,外部需求规模的扩

大提升了产业部门相对供给能力过剩的产出临

界值;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产业部门内

部产品种类创新不足所导致的相对供给能力过

剩问题。

图 2　 不同外需规模对产业部门就业份额及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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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数校准与数值模拟分析

(一)参数校准

根据上文构建的模型,运用中国 1995—2019
年的数据①,校准相关参数以模拟出这段时期中国

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 农业部门对应现实经济体

中的第一产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对应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部门的加总。 由式(12)和式(13)可知,
模拟两部门就业份额的变动轨迹需要两部门饱和

临界值和两部门技术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 对

此,本文校准这些参数的基本思路如下:
首先,计算 1995—2019 年两部门技术水平

(Ai( t)) 。 根据本文对产出、劳动投入、技术水平

的定义,用各产业部门实际增加值度量部门的产

出,各产业部门年末就业人员度量部门的劳动投

入,并根据式(1)计算两部门技术水平。
然后,校准两部门饱和临界值 (c- i) 。 在本模

型中, c- i 的大小取决于部门内部产品种类数量,产

品种类越多, c- i 越大。 据此,部门内部产品种类的

数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度量 c- i 的大小。 在上文分

析过程中假定 c- i = 1 ,即两部门内部缺乏产品种类

创新,而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部门内部的产品

种类显然是会变动的。 在统计上,虽然部门内部

产品种类无法直接观测,但它与产业部门人均实

际增加值相关。 产业部门人均实际增加值的提高

主要来源两方面:其一,产业内部产品种类不变,
各产品人均消费数量增加。 其二,产业内部产品

种类增加。 一般而言,农业部门的人均消费数量达

到一定水平后,其绝对数量很难再增长,后期的增

长更多来源于产品种类的增加。 因此, c-a 可以用

其各年实际人均增加值进行度量。 如此一来,可
以通过 Ai(1995) 、 c-a(1995) 以及式 (12),校准

c-m(1995) ,以匹配中国 1995 年两部门的就业份

额。 然后用非农业部门人均实际增加值的年增长

率度量非农业部门饱和临界值的年增长率,记为

μm( t) ,从而获得非农业部门各年的饱和临界值。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μm( t) = (
AYm( t + 1)
AYm( t)

) - 1 , c
-

m( t + 1) =

c
-

m( t)(1 + μm( t))
其中, AYi( t) 为第 i 产业部门第 t 期的人均实

际增加值。
上述校准过程中,凡涉及实际值的都以 1978

年为基期进行换算,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

局相关年度数据。 数值模拟需要的全部参数值及

其作用详见表 1。
表 1　 参数校准值及作用

参数 值 作用

{Aa( t)} 2019
t = 1995 {·} 度量农业部门的技术水平

{Am( t)} 2019
t = 1995 {·} 度量非农业部门的技术水平

{AYa( t)} 2019
t = 1995 {·} 度量农业部门饱和临界值

{AYm( t)} 2019
t = 1995 {·} 用于计算非农业部门饱和临界值

增长率

c-m(1995) 2525. 0820 非农业部门初始饱和临界值

最后,将上述校准后的数据代入式(12)和式

(13)求出校准期内两部门就业份额。
(二)基准模型

校准相关参数后,图 3 给出了 1995—2019 年

两部门就业份额变动的模拟结果与真实值;从中

容易发现,运用本文所构建的模型所模拟的两部

门就业份额变动趋势基本与校准期内中国的结构

变动趋势一致。 这表明本文选取的参数值合理,
同时也表明本文构建的模型能够较好地用于分析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 根据模型结论,产业结

构变迁是部门相对供给能力变动的结果。 从中国

结构转型的事实来看,农业部门是劳动力流出最

主要的部门,非农业部门是吸收劳动力的部门,这
说明中国非农业部门整体上还处于相对供给能力

不足阶段。 然而,从具体部门来看:第一产业部门

就业人数虽呈绝对下降趋势,但 2019 年,第一产业

产值份额已经降至 7. 1% ,其就业份额仍然高达

25. 1% ;且近 10 年来就业人数下降幅度明显趋缓。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在 2010—2015 年平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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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的数理模型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构建的。 虽然中国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起始 1978 年,但改革开放前 14 年处于转型的

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正式确立;直到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才明确地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

标。 考虑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之间存在时间差,本研究的数值模拟从 1995 年开始。



1202. 3 万人 /年,在 2016—2019 年平均下降 683. 6
万人 /年,后者下降的水平显著低于前者。 与此同

时,非农业部门中实际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

部门就业人数的增加速度却显著下降,甚至出现绝

对下降;2010—2015 年均增加就业人数仅为 170. 2
万人,2016—2019 年则平均下降 348. 5 万人 /年。
而非农业部门中实际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三产业

部门就业人数却持续增加,成为中国现阶段吸收

劳动力最主要的部门①。 由此可见,2016 年后,中
国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显著下降;非农业部门中

的第二产业在供给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出现了

相对供给能力过剩问题,并且由于农业部门仍然

有大量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非农业部门中

第三产业面临较大的结构转型压力。

①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图 3　 1995—2019 年两部门就业份额变动的

　 　 模拟值与真实值对比

(三)数值模拟分析

模型结论表明,政府补贴和外需变动都会影

响产业结构变迁;其中,政府补贴通过提高非农业

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途径影响产业结构变

迁,外需增加通过扩大非农业部门饱和临界值的

途径影响产业结构变迁。 本小节将在上述校准参

数的基础上,根据式(25)和式(26)以及式(32)和
式(33)分析政府补贴和外需变动对中国结构转型

的影响。 具体分 3 种情况进行模拟分析:①将

2010 年后两部门饱和临界值的增长率设定为 0,其
余参数与实际数据一致;②将 2010 年后两部门饱

和临界值的增长率设定为 0,政府补贴 (Gσ
m) 从 1. 5

增加到 2,其余参数值与实际数据一致;③将 2010 年

后两部门饱和临界值的增长率设定为 0,外需 (θ)
从 0. 2 增加到 0. 3,其余参数值与实际数据一致。

图 4 给出了第一种情况的模拟结果。 从中不

难看出,当设置 2010 年后两部门饱和临界值增长

率为 0 时,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随即上升。 这与命

题 1 一致,即部门内部产品种类创新不足时,将引

致生产要素的不充分配置,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 进一步地,表 2 给出了 2010 年后分别控制

两部门饱和临界值恒定的情形下,2019 年的两部

门就业份额与总劳动生产率:控制农业部门饱和

临界值不变时,2019 年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与基

准模型仅仅相差 0. 04 个百分点,总劳动生产率几乎

与基准模型一致;而控制非农业部门饱和临界值不

变时,2019 年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与基准模型相差

了 0. 33 个百分点,总劳动生产率只有基准模型下的

0. 62 倍。 这意味着农业部门产品种类创新对中国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较小,而非农业部门产品

种类创新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较大。

图 4　 控制 2010 年以后饱和临界值不变农业部门

　 　 就业份额的模拟值与真实值对比

表 2　 分别控制两部门饱和临界值恒定下 2019 年两部门
　 　 就业份额与总劳动生产率模拟值

变量
农业部门

就业份额

非农业部门

就业份额
总劳动生产率

基准模型 0. 2664 0. 7336 20390. 2831
农业部门

饱和临界值不变
0. 2660 0. 7340 20400. 6906

非农业部门

饱和临界值不变
0. 5931 0. 4069 12647. 3816

图 5 给出了第二种情况的模拟结果。 在控制

2010 年后两部门饱和临界值恒定的情形下,加入

政府补贴后,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不仅开始上升,
而且其就业份额均高于同期无政府补贴情形。 这

意味着政府补贴并没有改善创新不足引致的低效

率配置问题,反而加剧了要素的低效率配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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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所示。 若将 2010 年后两部门饱和临界值设定

为与实际数据一致,则政府补贴越高,农业部门的

就业份额越高,并且均高于实际就业份额,如图 5b
所示。 结合命题 2 可知,现阶段政府通过补贴等形

式人为加速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不仅无助于中国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反而有可能加剧产能过剩

问题。

图 5　 1995—2019 年不同政府补贴对农业部门

　 　 就业份额变动的影响

图 6 给出了第三种情况的模拟结果。 在控制

2010 年后两部门饱和临界值恒定的情形下,加入

外需后,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均低于同期无外需

情形,并且 θ 越大,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越低,如图

6a 所示。 这意味着外需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

产品种类创新不足带来的产能相对过剩问题,理
论上当外需足够大时,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将持

续下降;这正是命题 3 的结论。 若将 2010 年后两

部门饱和临界值设定为与真实数据一致,则容易

发现,外需规模越大 (θ 越大),农业部门的就业份

额越低,并且均低于实际就业份额,如图 6b 所示。
结合命题 3 可知,现阶段外需扩大能够一定程度上

弥补非农业部门因创新不足引致的相对需求不

足,从而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图 6　 1995—2019 年不同外需规模对农业部门

　 　 就业份额变动的影响

三、总结与启示

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现阶段推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点所在,然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

何在? 已有相关研究未能对此达成一致意见。 基于

此,本研究引入饱和临界值的概念,构建需求收入弹

性可变的结构变迁模型,以揭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的本质特征;并运用 1995—2019 年中国的相关数据

校准模型所需参数,通过数值模拟分析探讨现阶段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 基准模型的结

论表明:产业结构变迁是各产业部门技术进步及内

部产品种类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技术进步

通过改变产业部门供给能力的途径影响本部门就业

份额。 若一个产业部门内部缺乏产品种类创新,则
该部门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

断减小。 因此,一个产业部门在相对供给能力不足

的发展阶段,其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大,此时技术

进步会使本部门的就业份额上升,其他产业部门的

就业份额下降;但当该产业部门达到相对供给能力

过剩的临界点后,其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小,此时

技术进步反而会使本部门的就业份额下降,其他产

业部门的就业份额上升。 产业部门内部产品种类创

新则通过扩大饱和临界值的途径缓解该产业部门所

面临的需求约束,进而会使本部门就业份额上升,
其它产业部门就业份额下降。 在基准模型中引入

政府补贴的分析表明,政府补贴会加速产业部门供

给能力的提升;从而在非农业部门达到相对供给能

力过剩的临界点之前,政府对该部门的补贴有助于

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越过临界点之后则会产

生反向作用,并且补贴力度越大临界点会越早到达。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相同政策在不同国家

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内的实践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

果。 在基准模型中引入对外开放的分析表明,外部

需求相当于通过扩大产业部门饱和临界值的途径影

响两部门就业份额及总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长速度,
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产业部门内部产品种类创

新不足所导致的相对供给能力过剩问题。 上述结论

意味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的关键并不在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地位转

换,而在于如何持续扩大劳动生产率较高产业部门

的饱和临界值,缓解该部门所面临的需求约束,以不

断释放整个经济体的发展潜力。
数值模拟分析得到 3 条基本结论:其一,非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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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产品种类创新会显著加快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并显著提高总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而农业部门

内部产品种类创新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其二,现
阶段中国非农业部门已经进入相对供给能力过剩的

发展阶段,此时对非农业部门的生产性补贴不仅无

法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而且会产生阻碍

作用。 其三,外部需求规模增加能够缓解部门内部

产品种类创新不足导致相对供给能力过剩问题,促
进产业结构转型并提升总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综上所述,现阶段中国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转

型升级,需要将政策的重心放在扩大非农业部门

需求规模的长效机制上,以充分发挥偏向型技术

进步对产业结构变动的促进作用。
第一,尽快退出对相对供给能力过剩产业部

门的补贴。 根据本研究的结论,虽然政府补贴能

在短期内通过提高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而促进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但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

升,如果部门内部缺乏产品种类创新,产业部门终

将因为需求收入弹性的不断下降而面临相对供给

能力过剩问题。 从模拟结果来看,现阶段中国非

农业部门已进入相对供给能力过剩的发展阶段;
此时旨在促进生产效率较高产业部门发展的生产

性补贴必然会加剧该产业部门相对供给能力过剩

的问题,最终造成更大程度的要素低效率配置。
第二,加快构建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 尽管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持续

扩大对外开放相当于提高国际市场对本国产品市

场需求的饱和临界值,从而能够缓解产业部门的

相对供给能力过剩问题。 但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已经使得国际市场的需求逐年下降,再加上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让未来国际政治和

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从而使得通过持续对外开

放吸收由于产品种类创新不足和政府补贴导致的过

剩产能难以为继。 因此,从扩大产业部门需求规模

的长期效果来看,不仅需要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

产能对外输出,而且需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扩
大国内市场需求。 前者可以重点推进与其它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合作;后者可以通过财税体制改革,缩小

居民收入差距,进而增加低收入群体对非农产业部

门产品的需求,最终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第三,全面鼓励企业家开展创新活动,充分发挥

部门内部产品种类创新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促进作

用。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非农业部门中的第二产业

在供给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显然出现了相对供给

能力过剩问题。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此时偏向非农

业部门的产业政策已无法进一步推动农业部门劳动

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而只有产品种类创新才能从

根本上缓解非农业部门所面临的需求约束,进一步

释放该部门的发展潜力,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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